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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德模式”和“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均为二战后国际社会出现的两大和平统一模式，应该说，两者都是成功

的国家统一模式。但两者的特点有所不同，前者的特点表现为联邦制、激变性和一国一制，而后者的特点表现为

单一制、渐进性和一国两制。两者都是基于现实条件而做出的科学选择，各有其利弊。以上两种模式的比较，可

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和评价“一国两制”港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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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港澳模式是大胆的、富有创造性
的国家统一的模式。现在，它已在香港和澳门变
成了现实。对于该模式的特点及其积极作用，我
们应当予以充分地肯定，但也应认识和看到它的

某些局限性。下面我们结合该模式与“两德模
式”的比较，来对该模式作一简要分析，以便从中
吸取有益的政治经验，从而为更好地设计未来的

两岸统一模式提供有益思路。

一、“两德模式”:联邦制、
激变性与一国一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国际势力操纵下

分裂成两个国家———东德和西德，东德亦称民主
德国，西德亦称联邦德国。尔后，东、西德经由对
立到缓和，由隔绝到接触，直至双方相互承认，确

立了正常的睦邻关系，开始了人员往来和各个领

域的广泛合作，密切了彼此的联系，遏制了分离

意识，最终以国际形势变化和东德内部的改革混

乱为契机，以东德并入西德的形式，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和平地完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学术界
通常把上述两个德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模式，称

之为“两德模式”或“德国模式”。从两德完成统
一的结果来看，是一方吸收、吞并了另一方，这是

典型的吸纳式或吸收式统一模式。具体说来，这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 东德以联邦成员的形式并入西德

从国家结构形式上看，德国分裂为两部分之

后，西德汲取了魏玛共和国实行联邦制的成功经

验和被希特勒篡权的教训，制定了相当于宪法的

《基本法》，确立了比较完善的联邦制。东德在二
次大战以后废除了联邦制，于 1952 年被划分为
14 个行政区，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统
一前夕的 1990 年，两德政府为了顺利实现德国统
一，彼此除了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以外，还
着手建立两德统一后的制度框架。只有先确立
这样的制度框架，东德才可能顺利地加入西德，

因为东德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的设置与西德

完全不同，统一后必须按照西德的模式重新改

造。为此，根据 1949 年 5 月 23 日通过的《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 23 条的规定: “随着管辖
范围的增加，还将延伸到德国其他部分”，即东德
并入西德后仍适用该基本法。这意味着统一后
的德国仍采用联邦制的结构形式。基于此，东德
先行恢复了其州级行政建制，废弃了原东德的中

央集权体制，建立了与西德相同的联邦分权体

制。东德在 1990 年 3 月 28 日经由自由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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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议院，这是过渡性的、有许多政党参加的
议会，其任务是保证原东德井然有序地过渡到联

邦共和国。人民议院于 1990 年 7 月 23 日通过了
一项关于恢复 5 个州的法律，开始了恢复联邦制
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完成以 1990 年 10 月 14 日
5 个州议会选举结束为标志。因此，东德是以一
个联邦制国家的五个州的身份并入到西德的。
( 二) 对东德的原有体制进行彻底地资本主

义改造

东德自并入西德之日起，就开始全面接受西

德的一切制度，东德由社会主义社会变为资本主

义社会。具体分析如下:
在经济体制方面，要将东德的社会主义全民

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改造成资本主义私有制

和市场经济体制。自从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之
后，东、西德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经济体制，走上了
不同的发展道路。西德建立的是私有制基础上
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种
改良的、有国家干预与社会协调的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而东德则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
经济的理论原则，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

础的经济制度，并不断提高了经济的公有化程

度。以此为依托，在资源配置机制方面，仿效前
苏联的经济体制，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这
种经济体制在 40 余年的过程中虽有所改革和调
整，但其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规则并没有实质性

的变化。［1］( P46) 德国统一后，按照西德的经济模式
对东德的上述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造。
在政治体制方面，按照西德的原有模式重新

改造东德的公共管理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
等各个系统。首先，在立法机构方面，东德加入
后西德后，各议会党团都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领

导机构; 联邦参议院的席位也进行了重新分配，

根据《基本法》第 50 条规定:“各州通过联邦参议
院参与联邦的立法和管理。”。其次，在行政管理
机构方面，改变原东德中央集权型的行政管理体

制，以恢复州建制的行政管理体制; 同时对东德

的其它政府机构和公务员队伍进行了改造。再
次，在司法机构方面，为了使联邦法律在东部各

州真正发挥效力，在法律体制建设方面也需要实

施许多过渡时期的规定。由于在东部没有与西
德相对应的司法体制，所以必须在现有司法组织

的基础上建立与西德相对应的新的司法机构，包

括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劳工法院、行政法院、福
利法院、财政法院等; 其他与司法有关的机构，如

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也都在东部各州
得以建立和完善。
从德国模式来看，统一前没有( 也不可能) 安

排一个过渡期; 统一后又立即用一种体制去改造

另一种体制，所以两德统一既是一场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的大转换，又是一次利益关系的大调

整。况且，这种改造、转换和调整都在短期内得
以完成，因而呈现出了激变式统一的特点。

二、“港澳模式”:单一制、
渐进性与“一国两制”

准确地说，“港澳模式”是主权国家收复失地
的模式，它所解决的是主权行使权同主权所有权

之间的国际被动分离问题。港澳问题的解决是
中英、中葡两国政府分别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来
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结束英、葡分别在港、澳的
殖民统治，从而恢复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行
使权。
与两德统一的激变性过程相比，港澳回归的

过程则带有渐进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香港和

澳门回归中国之前，都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即实

施“一国两制”的准备期。从香港的情况来看，其
回归过渡期为 12 年，在这 12 年内，完成了《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筹建准备了法律基础; 从 1990 年开始，依照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

定，筹组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构。从澳门
的情况来看，其回归过渡期为 11 年，在过渡期内
完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构的筹组，为“一国两制”在澳
门的实施作好了充分准备。从港、澳回归后的国
家结构和制度安排来看，该模式主要体现为以下

两个特点:

( 一) 单一制结构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国两制”的港澳模
式是在坚持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前提下展开

的。尽管在“一国两制”下，港、澳特别行政区享
有很大的权力，如立法权、财政独立权、货币发行
权和司法终审权等，但这些权力从根本上讲，都

是中央政府授予的，因而它们再怎么特别，都只

是单一制国家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认清“一
国两制”下港、澳特别行政区的这一性质，对于认
识“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与港、澳特别行政区的
关系十分重要。有人依据港、澳特别行政区享有
立法权、行政权、独立的司法权和司法终审权，就

12



认为港、澳特别行政区享有的权力与联邦制下成
员国享有的权力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这种观点是

不对的。判定地方享有的职权究竟是否属联邦
制下的成员国的权力，可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判

定。在形式上，联邦制下成员国的权力是固有
的，而联邦政府的权力，则是成员国让与的结果;

在内容上，联邦制下成员国是享有一定的国家主

权的。［2］( P319) 根据这两方面判定，可以清楚地看
到，港、澳特别行政区与联邦制下的成员单位有
本质不同: 一是它们没有固有权力，它们的权力

来自中央政府的让与; 二是它们不享有国家主

权，尽管它们享有很大的权力。因此，在“一国两
制”下，中央政府与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
系，并不像联邦制下联邦政府与成员单位政府之

间的关系，它们在本质上是单一制下中央政府与

地方自治政府的关系。
( 二) 异质同体结构

“一国两制”是一种异质同体结构。所谓“异
质”是指不同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
面具有性质上的差异; 所谓“同体”是指制度性质
不同的地区结合于一个共同的政治架构，服从于

同一主权。我国所有的地方行政区域( 包括民族
自治地方在内) 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在设立经

济特区的地方行政区域，虽然在经济上可以实行

特殊政策，如减免关税，集中引进外资等等，但这

些政策措施均属于具体制度的范畴。从根本制
度意义上说，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所实行的

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

为标志的政治制度，它们同全国性的制度完全一

致。而港、澳特别行政区与此不同，港、澳特别行
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实行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而是继续保持其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

制度和政治体制，继续保持其原有的法律制度和

司法制度。
“异质”和“同体”本是一对矛盾，但“一国两
制”却巧妙地处理了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异质”和
“同体”之间的关系，既容许和保证了异质的存
在，尊重制度差异，为港、澳按自己的特色去发展
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又能够在保持国家政权稳固

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统一，从而实现异质政体

在统一政治架构下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
种异质同体结构的出现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单一

制国家结构形式的性质，反而扩大了它的包容性

和适应性。概括起来，这种异质同体结构具有三
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 其一，统一性。这是“一

国两制”具有决定意义的质的规定。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大陆方面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正如邓小
平所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的统一”，［3］( P8) 就是
强调“一国两制”的“质”的规定性在于它的统一
性。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一国两制”不急于去改
变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而是让这几个
小地区、小范围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大陆的社会主
义制度包容于“一国”之内。在国家统一的前提
下，“两制”和平共处，双方求同存异。“一国”是
“两制”的前提和政治基础，没有“一国”，“两制”
便无从谈起。这表明: 统一性是“一国两制”中的
具有决定性的方面，或者说本质的方面。其二，
主次性。“一国两制”中并存的“两制”之间有主
次之分，而不是一半对一半、平分秋色。在“一国
两制”下，“12 亿人口的内地坚定不移地实行社
会主义，这是主体。香港只有 500 多万人、澳门
约 40 万人、台湾约 2000 万人，是小地区和局部地
区。”［2］( P8)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中国的主体必须
是社会主义。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

港、台湾”。［3］( P8) 这种主次之分，不是任何人的强
行规定，而是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这种主
次有别的制度设计，“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
义”，不会改变统一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其三，渐进性。在实现国家统一后，通过“一国两
制”的安排，让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在几十年( 至
少 50 年) 内自然互动、自然融合、自然趋同。从
当初对“一国两制”的设计目的来看，尽管没有预
设“一国两制”在 50 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之后如何
向“一国一制”过渡的问题，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
政治规律来看，最终出现由“一国两制”向“一国
一制”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
说，“一国两制”虽是一个高超的政治设计，但这
并不能改变它的过渡性。当然，我们强调“一国
两制”模式的过渡性，并不意味着说，五十年之后
立即取消港、澳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制度，而
是说一国一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常态形式，“一
国两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非常态形式。由非常
态形式过渡到常态形式是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

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法则。

三、从“两德模式”看“港澳模式”:
优势、特色及利弊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40 多年里，“德国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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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一直被认为是维护欧洲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前

提。但从 1989 年起，由于东西方关系特别是美苏
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以及苏联东欧发生深刻变

化，德国统一问题迅速提上议事日程，西德总理

科尔则抓住时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统

一”。［4］( P1) 两德实现统一，是德国人民几十年来
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统一的速度之快，又为
德国人所不曾预料。这种激变式统一使本来应
该在统一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从而留给了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德国统一后，出
现了诸如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包袱沉重，高额

的税收和社会福利负担，经济增长乏力等一系列

社会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德国统一后要对东
德进行资本主义体制改造，但这种改造并非轻而

易举之事，两德人民毕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和意识形态下生活了几十年，毕竟“他们在各自
的国家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存在”，“两个德意志
国家 或 多 或 少 已 铸 造 了 各 自 的 国 家 传

统”。［5］( P162) 这个国家传统不是轻易就能消失的。
由于两种体制之间长期存在的对立，以及经济发

展水平的悬殊和受两种不同的熏陶所产生的民

族情感之间的裂痕，要使东、西德之间能很快地
融合在一起是很困难的事情。政治上的统一和
转轨比较容易实现，但经济上的彻底改造却是一

个比较复杂的制度整合过程，不可能随着政治统

一而自然地得到发展。还应当指出的是，两德民
众在思想情感及精神方面的完全融合则更难。
德国著名经济家卡尔·马滕·巴尔夫斯在 1994
年指出:“德国人在统一过程中和今后若干年必
须面对的后果是，在东德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中

存在着体制转轨危机。对此，至今还没有一个能
够很快克服这种危机的有效方案。”［6］( P292) 因此，
东、西德之间实现完全地融合，需要有一个较长
时间的艰难的磨合过程。统一可能只解决政治
和法律层面的冲突，而不能完全解决经济、心理
和文化方面的冲突。这些方面的冲突还需在统
一之后去努力化解。两德以激变式的过程模式
完成统一，尽管给统一后的德国带来了一系列的

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选择是错误

的。相反，它是西德政府英明的抉择。当时西德
国内外各种力量的相互碰撞、组合，创造了两德
重新统一的机遇。西德政府及人民能够以极大
的热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促成国家统一，这完

全是合乎逻辑的行为，正如科尔总理所说: “我们
德国人获得统一的机遇仅仅在四至五个月的时

间里。过了这段时间，机会肯定失去了。”［1］( P292)

所以，当时西德政府除了当机立断没有任何其它

选择。
与两德激变式统一相比较，“港澳模式”不是

立即用一种制度去改造另一种制度，而是让两种

制度同时并存，靠两种制度的自然融合，最后趋

同。因而表现出了渐变式统一的特点。中国政
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计和安排，主要是出于维

护港、澳特别行政区社会稳定的考虑。邓小平曾
说过:“香港要稳定。在过渡时期要稳定，中国恢
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人执政，香港也应该稳定。
这是个关键。”［3］( P267) 国内外也均对“港澳模式”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实施“一国两制”避免了
用一种体制去改造另一种体制所带来的痛苦和

混乱。从政治实践来看，“港澳模式”的优点则显
而易见。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充分地肯定。但
是，对于渐变式统一的正面功效，我们也不应无

限地加以扩大。如前所述，正因为它是过渡性模
式，所以，它也留下了制度的区际冲突和二次融

合问题。从终极目标上说，中国的统一应当是实
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法律制度等方面
的完全统一。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
必然趋势。法国法学家巴蒂福尔等人从法学的
角度指出:“经验表明，政治主权的统一实际上也
要求立法的统一; 在同一国家内存在多种立法是

一种反常现象，会导致一种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局

面。事实上，多种立法的存在一般来说表明对各
地地方主义的尊重，在刚刚实现国家统一的情况

下，对地方主义的这种尊重在政治上是审慎的，

但是，事态的发展会取消这种地方主义的; 在所

有欧洲大国中，人们都看到了这种现象。即使地
方主义非常强烈的美国，统一的演变也是不可否

认的”。［7］( P162) 尽管巴蒂福尔等人所谈的是一种
法律制度现象，但他们的分析也适用于政治制度

和经济制度。应该说，统一的国家，必然有统一
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
基本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制度的统一，
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统一。考虑到香港、澳门的特
殊历史和现实，为了保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繁荣和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要

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现与大陆地区制度上
的完全统一。但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人类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这又应当是全体中国

人民必须努力的方向。［8］( P162) 港、澳特别行政区的
资本主义制度与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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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合、逐步趋同，最终实现完全统一，这是一个自
然的历史过程，人为的强制和顽固的拒绝，都将

会最终损害国家的真正统一。
我们分析“港澳模式”的过渡性和渐进性，并

不是否认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而只是想借此来
说明，任何一种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其适用与
否，取决于诸多主客观条件。渐进式统一对于中
国解决港澳问题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而对于德国

统一则未必合适。同时，我们也不应一概地否定
两德激变式统一的功效，而应当予以辨证地分

析。可以说，激变式统一的功效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功效并不是始终都呈现消
极性的。在统一以后的最初几年里，用于体制改
造的支出会大量增加，这种支出并不会立即增加

总产出，反而急剧的制度变换还会使社会产生大

震荡，并常常伴随着经济衰退、失业严重、通胀加
速、社会秩序混乱产生。只有经过一段过渡时期
以后，这些不利影响就会逐渐消失，统一的正向

积极效应就会逐渐显示出来。因此，激变式统一
的功效是以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体
制改造完毕，转入正常发展后，统一对德国的正

向积极效应就会出现并呈现恢复性增长，即呈现

出通常所说的“J型曲线”现象。这一点已为德国

统一后的现实所证明。通过对“港澳模式”与“两
德模式”的特点之比较可以发现，抽象地谈论哪
种统一模式“好”与“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
同的统一模式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可以这样概
括: 实现国家统一的模式是可以选择的，但选择

是有条件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对客观情势和现
实可能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找到能结束本

国分裂状态且双方都能接受的统一制度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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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Hong Kong －Macao Mod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and Two Germans’Mode:

Superiority，Features and appraisement
WANG Ying － ji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Hong Kong － Macao mode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and Two Germans’mode are two modes of peaceful unifi-
cation formed after World War II and are both successful unified patterns． However，they are differentiated from each other in
their features，the former’characters are federalism，cataclysm and one country one system while the latter is unique in its unita-
ry system，gradation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two modes are both scientific choices based actual condition with their re-
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can help us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understand and ap-
praise Hong Kong － Macao mode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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